
中国哲学 2024.4
CHINESE PHILOSOPHY

孔子罕言心、性，孟子却强调“四端之心”和“性

善”。孟子自认为私淑于“诸人”，“予未得为孔子徒

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则“诸人”就成

为孔学向孟学转变的重要环节。《性自命出》就是这

个环节的主要代表文献之一。①《性自命出》不必因

为上半部分主张“自然人性论”而下半部分体现“性

善”倾向就必须分篇或者分成两部分，因为其所反

映的正是孔孟之间儒学心性论转向的动态过程，本

身就是进行思想的探索，故而用语朴实、细致，与

《中庸》的高概括性不同。换言之，由于《性自命出》

的作者处于儒学心性论转向的突破期，出现思想的

起伏变化是可能的。这与孔子一方面说“道之将行

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一
方面又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论

语·述而》)相似。最重要的是“自然人性论”，与“性

善”倾向是否真的是独立并行、主次有别的两条思

路？惟其如此，《性自命出》才有必要分成两篇或两

部分。

诚如梁涛所言，竹简《性自命出》的内容主要是

“自然人性论”但已出现向“道德人性论”的转化(参
见梁涛，2008年，第 148页)，竹简上篇的心是“认知

心”“理智心”，而下篇则具有了“道德心”的含义(参
见同上，第 155页)，这与它“性善”的主张一致(参见

同上，第154页)。这种过渡不是偶然的，而是竹简成

书处于儒学分化、过渡时期的反映。 (参见梁涛，

2002年，第69页)“性善”倾向与“自然人性论”不但不

是独立并行的两条思路，反而是先秦儒学人性论史

上前后相即、内在相承的逻辑链条，不必言主次之

别，即竹简下半部分并非对上半部分的否定而是补

充和发展，故“性善”倾向并非凭空突现，而是延续

“即生言性”传统对“自然人性论”的反思和超越，是

“自然人性论”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一。(参见王小虎，

《性自命出》“性善”倾向和“性”“情”

关系的哲学解释与来源
王小虎

【摘 要】《性自命出》中“自然人性论”和“性善”倾向的不同，不足以成为其被划分为两个独立篇章或部

分的充分条件，关键要看这两者是否有内在的联系，是否符合孔孟之间儒学发展之心性论转向的思想特征和

趋势。答案是肯定的。《性自命出》正是在“心”之哲学地位提升的基础上区分“性”“情”并主张“情生于性”：

“性”根植于“命”，而“命”源自“天”的大化流行。因此，生而即有的“性”具有普遍性和同一性，可以为善也可以

为恶，但需借助于“情”才能呈现于外；“情”则是“性”由于“物取”或“心取”而于“心”上的形著和证显；承继孔子

“为仁由己”的思路，故有“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的“性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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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2-341 页)这从“性”字的意义演变可得辅证，

“性”字由“生”字演化而来，且“性”字之所以从心，正

是从“性”字生而即有之欲望、能力等本义引申出来

(参见徐复观，第4页)。这是孔孟之间提升“心”之哲

学地位的思维逻辑在《性自命出》中的集中反映，且

所以提升“心”之哲学地位正是由于“自然人性论”对

“心”的掩盖遮蔽。所以简文主张“自然人性论”并表

露“性善”倾向，与孔孟之间提升“心”之哲学地位并

追寻其“贵”和“发用”之所以然的思想演进趋势是相

符合的。“性”源出于“天”，故而有着普遍性和同一

性；“情”则由于“物取”或“心取”的缘故，因人而异随

时变化。“性”之发用流行必须借助于“情”，“性”由

“情”显；“情”则依赖“性”之发用形著于“心”，“情”生

于“性”。两者统一于“心”，皆依赖“心术”即“心”的

活动和流行得以发用证显，因此“心”的主体性被突

显出来。

一、分篇与“性善”倾向

对于《性自命出》的人性论思想，学术界有着基

本的共识：全篇存在着“自然人性论”和“性善”两种

倾向或论调。据笔者初步统计，主要有四种代表性

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性自命出》主张“自然人性

论”，以李泽厚(参见李泽厚，第 414页)、陈来(参见陈

来，1999年，第 304页)、李锐(参见李锐，第 255页)为
代表；第二种看法认为《性自命出》主张“性善论”或

包含“性善论”的思想，属于思孟学派的重要代表作，

是孟子心性思想的主要来源，以郭齐勇(参见郭齐

勇，第 24-28页)、欧阳祯人(参见欧阳祯人，2000年，

第 362-370页；2010年，第 223-259页)为代表；第三

种看法认为《性自命出》的人性论是一种“性有善有

不善”的二重构造，是前孟荀时代儒家人性论中重要

的一种，以王中江(参见王中江，第 181-186页)为代

表；第四种看法认为《性自命出》分为上下两部分，上

半部分是“自然人性论”，下半部分又表现出强烈的

“性善”倾向，为孟子道德人性论的前驱，以梁涛(参
见梁涛，2008年，第142-148页)为代表。各家言之凿

凿，皆有可证可据之理。应该说，要想说清楚《性自

命出》的人性论问题，先要解决其由内容差异而引起

的分篇问题。

关于《性自命出》的分篇，如李学勤认为简1到简

36以论乐为宗旨，简 37到简 67以论性情为宗旨，前

后不一致，可能表明其是一书中独立的两篇文章(参
见李学勤，1999年，第 23-24页)；李零和梁涛则持不

同意见，他们都认为《性自命出》不是独立的两篇，但

应从简35开始分为上下两部分，简35及以前为上篇

(参见李零，第 136-139页；梁涛，2008年，第 135页)。
此外还有更多如钱逊、梁立勇、周凤五、陈伟、林素

清、刘昕岚、李天虹、余谨等诸学者对《性自命出》的

分篇和具体竹简的位置提出自己的看法。(参见廖

名春，2000年，第14-21页)
《性自命出》虽然上半部分谈“自然人性论”，下

半部分表现出强烈地“性善”倾向，但这不能作为两

者为独立文献的充分依据，相反，这正反映了其所处

时代的剧烈的思想变迁及其动态过程。换言之，《性

自命出》作为一篇完整的文献同样有其正当性，理由

有四：

第一，《性自命出》时代的思想创作和写作大不

同于现代，写作《性自命出》这样一篇文献是长时间

交流和创作的过程，作者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思想的

波动和变化是很正常的，甚至可能与其他大多数先

秦文献一样不是同一个作者所书写。

第二，《性自命出》本身就处于孔孟之间心性论

的转向中，则其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先主张“生之

谓性”(古无“性”字，“性”字是从“生”字孳乳而来，所

以人性论的早期理论形态皆逃不过“即生言性”)，后
提升“心”的哲学地位，表露“性善”倾向，正符合孔孟

之间儒学发展的趋势。

第三，“即生言性”(自然人性论)与“性善”倾向并

没有本质矛盾，因为两者皆依于气论而成，前者依形

气主要讲论身体气质，后者依“情气”“德之气”主要

讲论道德心性，故此两者应是一脉相承的关系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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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立或并行的两种传统，就如同先秦儒大多不专

论气化宇宙观但依然以此作为自己思想的宇宙论

基础一样②，即“自然人性论”既不独立于先秦儒家

“即心言性”之“性善”思路之外而为其他学派独

有③，也不是先秦儒家相对于“即心言性”之“性善”

思路的“消极面”“非正宗处”或“暗流”(牟宗三，

1999年，第 185页)，更不是先秦儒家正宗本质之外

的内容，而是先秦儒家讨论人性问题的共同基础和

一贯传统。

正因为有了“自然人性论”才有了“性善”倾向，

同时“性善”倾向正是“自然人性论”发展的自然而

然，故说两者是同一人性论传统发展的两个阶段：前

者是后者的理论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进一步探

索和升华，能且只能以“性善”思路所表露之“仁义

礼智”乃能统摄“自然人性论”所表露之“自然生命

之欲”④。这从《五行》的“德之气”、孟子的“志气之

辩”和“浩然之气”、荀子的“性之所以然者”可以看

出。要之，先秦儒讲人性并没有完全否定“生之谓

性”，而是在此基础上实现的超越，不然就无法解

释现实人性对“四端”的遮蔽，如此才有宋明儒“天

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之分，以及两者只是一个“性”

的说法。⑤

第四，若上半部分的“自然人性论”与下半部分

的“性善”倾向皆为成熟论调，则在一篇文章所有段

落都用“凡”字开头的有限论述中出现两种对立或并

行的成熟论调是不符合常理的。相应的，《性自命

出》下半部分只是表现出思想的倾向性，并非成熟的

论调，只是用一种猜测的语气。如“仁，性之方也，性

或生之”(李零，第138页)，不但没有否定上半部分的

“自然人性论”，而且沿着上半部分的思路试着向前

探索了一步，即追问“生之所以然者”并试图解释之，

这一思想进一步发展才有了后来的孟子和荀子之

说，这是“性”字演化的必然，也是人性论思想发展的

必然，不能算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成熟论调。

故此，不必非得将《性自命出》人为的分成两篇

或两个部分，而应该将其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即主要

主张“自然人性论”，但有了“性善”的倾向，而非“性

善”的正式提出和完成。因为《性自命出》正面提“性

善”只有一处即“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同上，第

139页)，但这里的“性善”与“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

善，势也”(同上，第 136页)一致，仍然是“自然人性

论”的思路，即“性”可以为善也可以为不善，但在第

13条简文“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爱类七，唯性

爱为近仁”(同上，第 138 页)即有所保留地提出了

“性”之善，其犹疑的语气如“或”“近”则表明了作者

的倾向性。同时也说明“性善”的倾向指向的是天赋

之善，这是继承发扬孔子“为仁由己”思路的必然趋

势。因为孔子的“仁”在于“克己复礼”，讲究的是后

天的努力，即简文“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同上，第

137页)，《性自命出》要更进一步就必然要超越后天

的学习而将“仁”的品德内化为“心”之本然或为其找

到更加根本的人性根据(这正是孟子“四端之心”和

“性善”的思路)，而“心”之中更加根本的是“性”(《性

自命出》的“性”已然突破了孔子的“性相近”的“性”

而与作为生命存在之本源根据的“天”有了直接的联

系)，“情生于性”(同上，第136页)，则“性”生“仁”就成

为必然思路，这与“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同上，第

136页)并不矛盾，反而可以看到《五行》中“仁之气”

的影子。

然而，整篇简文并没有完全突破“自然人性论”

的桎梏而达到本体的思维高度，而只是在思维的突

破期作出探索性的思考，如“性或生之”(同上，第138
页)。这样的思路确实与“自然人性论”有差异，但如

果从动态的先秦儒家之整体的角度去看孔孟之间的

思想发展过程，则“即生言性”之传统本是人性论讨

论的共同基础，只是在经历了心性论的转向后才有

了“性善”的传统。《性自命出》正处于这个转变过程

中，由此出现前后部分不完全一致的思想倾向也属

正常，且若将《性自命出》作为一篇正在创作过程中

的学术文章，而非完全成熟的作品，则其前后的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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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更可以理解。

综上，《性自命出》是一篇完整的文献，主要表

现的仍然是一个“自然人性论”系统。只是经过长

时间的思考后，尤其是“心”的哲学地位提高，作者

意识到人性论问题的复杂，并作出探索性的思考，

表现为将人性内在化的倾向，这便是《性自命出》

上半部分讲“自然人性论”下半部分表露“性善”倾

向的原因。

二、“性”的普遍性及其发动

《性自命出》开篇曰：

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

而后行，待习而后定。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

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

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同上，第136页)
“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实际上是一个转折表达，意

思是虽然人人都有“性”，但“性”在“心”之中，即“性”

的显现依赖于“心”的活动及其流行，且“心”之活动

和流行由其“志”主宰，然而“志”却不定。“凡人虽有

性”说的是凡人都有“性”，这种“性”是普遍的人人生

而即有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体现的是人与人之

间的同一性，即“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同上，第 136
页)；“心无定志”则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现实人性的

差别性，因为“性”会借助于“心”的活动与流行“见于

外”，可“志”所主宰的“心”的活动是因人而异、因

“物”而异的，即“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

定”。要之，虽然最初的“性”是同一的、普遍的、生而

即有的，但“性”的发动或说现实的人性却是千差万

别的，人人都有得之于天的“喜怒哀悲”以及“好恶”

的本能之“性”。这种本能之“性”会因为后天习染的

不同和“心”的活动流行而各有不同的表达，如“养性

者，习也”(同上，第136页)，“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

(同上，第136页)。
然则本能之“性”究竟是被动静止还是主动发用

的呢？应该说，不可以执守动静任何一端，因为“性”

源出于“天”，且“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无论“天”还

是“道”又都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性”的发动本是

一个自然的过程。又因为人生活在一定的环境

中，必然会与外在之“物”接触，所以“性”之“见于

外”的自然过程逻辑地先表现为“物取”的过程，

“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但随着人类思维的

发展(特别是《性自命出》正处于心性论转向的突破

期)，外在的“物”并不能成为主导人生人性的决定

力量。只有通过人自身的学习和“由己”的行“仁”

才有出路，这是先秦儒家自孔子推翻人格神之“天

命”“命定”思想后开启的“求诸己”的价值追寻。

孔孟之间儒者在延续这条思路的基础上更进了一

步，找到了“心”的主体性并提升其哲学地位，从而

使得笼罩人生的外在的主宰力量转向内在的心性

修养成为可能。

《性自命出》第一简就将外在的“天”内化为人之

“情”“性”，提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

生于性”，后面又说“凡道，心术为主。道四术，唯人

道为可道”(同上，第136页)，这样就将“物取”的过程

纳入“心术”之中。又因为“心术”就是“心”中之“情”

的发用流行及其所以然和思维相应对(“情”之发用

主要讨论“情生于性”，“情”之流行主要讨论“道始于

情”)，故而与“情”一样有着外在和内在两个动因。

其中外在动因即“物取”(“物取”虽然有着“性”之自

然发动的原因，但两者是相即相成、互为原因的关

系)，“道者，群物之道”(同上，第 136页)；内在动因即

“心取”，“凡性为主，物取之也。金石之有声，弗扣不

鸣。人之虽有性，心弗取不出”(参见李天虹，第 139
页；丁四新，第174页)⑥。“物取”和“心取”虽然不同⑦，

但都是“道”的反映。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心弗取

不出”指的是“性”的自然发用必须依赖“心”这个载

体，即“物取”必然要引起“心取”的过程才能最终完

成“性”的自然发用。但“心取”则可直面“性”而不

必然要有“物取”的原因，因为“心”中之“志”才是

“作”“行”“定”的主宰。故而，就“性”之“见于外”

的源头来说，“心取”与“物取”有所不同⑧；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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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见于外”的过程来说，则“心取”与“物取”

是同一个整体过程的不同阶段。一言以蔽之，

“性”之“见于外”必须要凭借“心术”，凭借“心”中之

“情”的发用流行。

可见，《性自命出》在这里主张的是人人生而即

有的“自然人性论”而非有天赋的“善端”，所以“心无

定志”。其所提升的“心”的哲学地位主要体现在反

思的知觉功能，“性”也更多体现的是气聚而为万物

的神妙变化，而不是宇宙间的终极之善的价值和意

义。“心”中之“志”当然寄托的是儒家向“善”的追寻，

但由于其在“心”中没有本体的依据，现实之人又各

不相同，所以只能依赖后天环境的习染养成。就此

而言，其与孟子的“良知”和“良能”之先后关系一目

了然。

三、“性”由“情”显与“心”之主体性的突出

“性”之“见于外”必须要凭借“心术”，而“心术”

就是“心”中之“情”的发用流行和思维应对，所以

“性”之发动及其外显实际上就是经由“物取”或“心

取”而形著“心”中之“情”的过程。“性”“情”由此区别

开来，“性”是先天生而即有的人的本性，而“情”则是

“性”发动后所产生的，是所谓“情生于性”。换言之，

“心”之所发即为“情”，喜怒哀悲皆是也，故简文说

“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就等于说“心”之所发之情有

着气聚万物的功能性、身体性及生成性的原因，这个

原因就是生而即有的“性”。可见，《性自命出》主要

是基于“自然人性论”角度区分了“性”“情”，主张

“情”是“心”之情感活动和欲求，属动态的现象层面，

可因时因地因环境不同变化；“性”则就人生而即有

的本性而言，具有同一性和普遍性。前者是后者的

表显，后者是前者的来源且必经前者才能显现出来，

“性”由“情”显。顺着先秦儒家“性”“情”连用互为注

脚的思路，如《礼记·乐记》说：“先故王本之情性，稽

之度数，制之礼仪，合生气之和。”《礼记·礼运》言：

“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性

自命出》提出了“以情论性”的思路。

所谓“以情论性”者，正在于展现“性”由“情”显

的动态过程。这是由于“情”之结果，如喜、怒、哀、

悲、好、恶之状态，并不是“性”本身。因为人“情”多

变，即使同一人面对同一环境下的同一对象也可能

喜怒不一。若仅仅依此结果和状态论“性”，则“性”

也必然千变万化无可捉摸，就必然违背其同一性、普

遍性的本质，所以只能就“情”之所由发的内在根据

及其流行过程谈“性”。又因为“气”本身就是变动不

居的功能性概念，它不只是被赋予描述人之身体性

的质料含义，同样被赋予描述人之心理和精神活动

的含义。(参见丁四新，第 175页)所以“喜怒哀悲之

气，性也”可以理解为：“喜怒哀悲”之“情”源自

“性”，或“性”的“喜怒哀悲之气”是“喜怒哀悲”之

“情”由以发的内在根据。这应该被理解为“情生

于性”的思路，则“好恶，性也”指的就是好恶之情

“根于性”并由此显现“性”，而不是具体的“好恶”之

情就是“性”。

追寻“以情论性”的深层次根由，主要在于“心”

之主体性的突出。《性自命出》认为“性”具有同一性，

借由“情”发显现于外，“情”的产生途径有两种，一者

是“物取”，即当“性”被外物刺激时便借助于“心”之

流行及活动而表显于外，“凡性为主，物取之也”(李
零，第 136页)，“凡动性者，物也”(同上，第 136页)，

“凡性，或动之，或逆之，或交之，或厉之，或出之，或

养之，或长之”(同上，第136页)；一者是“心取”，依赖

于心之思，“咏思而动心”(同上，第 137页)，“凡忧思

而后悲，凡乐思而后忻，凡思之用心为甚”(同上，第

136页)。无论是“物取”还是“心取”，都不过是“心

术”，是以“心”的流行及活动非常重要，成为“性”之

外显的决定者，而其本身也是“情”之源头，心之所发

皆是“情”，所以简文特别重视“心”的作用，强调“心”

为身之主，“君子身以为主心”(同上，第139页)。
“志”又为“心”之主，“凡心有志也，无与不[可，

性不]可独行，犹口之不可独言也”(参见同上，第 136
页；梁涛，2008年，第149页)，则人的一切肢体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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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都取决于“心”及其“志”，足见“心”的作用已经

上升到“道”的层面，“凡道，心术为主”(李零，第 136
页)。这便意味着“心”的感受和活动决定了“性”之

外显发用的善恶，“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势也”

(同上，第136页)。此句意思是：“性”是生而即有的，

其善恶是一定的，所有人都一样，其之所以表现出来

时，人之善恶各有异，是因为后天的情势。何谓后天

的情势？这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外在的“物取”

及由此引发的“心志”对于“物取”的感受、反应及其

流行与活动，一个是“心取”。无论哪一种或者兼而

有之，后之情势都非常复杂，足够成为决定人各有异

的根本原因，“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

使然也”(同上，第136页)。
如此，则上文之“心无定志”即可理解为：“心”

之“志”并不如“性”一般具有普遍的先天同一性，

而是后天习养形成的，自然的人各有异，故而只能

“待物”“待悦”“待习”才能“作”“行”“定”。所以

“心”所发之“情”是关键，“性”之显全赖于“情”⑨，

则《礼记·中庸》“率性之谓道”就可以一定程度上

理解为：“率性”就是努力做到让“情”显现“性”的

过程，且“情”之发而皆中节，简文说“道始于情，情

生于性”，即此之意。

关于“情生于性”的思想，先秦时期并不是《性自

命出》的专有之论。如《大戴礼记·文王官人》说：“民

有五性，喜怒欲惧忧也。喜气内畜，虽欲隐之，阳喜

必见。怒气内畜，虽欲隐之，阳怒必见。欲气内畜，

虽欲隐之，阳欲必见。惧气内畜，虽欲隐之，阳惧必

见。忧悲之气内畜，虽欲隐之，阳忧必见。五气诚于

中，发形于外，民情不隐也。”此段文字同时见于《逸

周书·官人解》，除个别字不同，大意没有变化。与

《性自命出》一同被发现的《语丛二》，更有明确地说

明：“情生于性……欲生于性……爱生于性……喜生

于性，乐生于喜……愠生于性……惧生于性”(李零，

第 220-221页)。可见在先秦时期，“性”“情”关系从

互为注脚到相互区别的讨论已经逐渐成为儒家学者

们的共识，甚至是当时的流行观点。

推而广之，“性”之自然发用必须要形著于心中

之“情”，而“情”属于“心”之已发，“心感于物”而成。

朱子所说“既发为情”(《朱子语类》卷五)就是对《性自

命出》“情生于性”的最好注脚。可见，“性”“心”“情”

三者虽各有不同，却通过“心”被联结起来：“性”自然

的通过“心”发用流行为“情”，“情”根于“心”中之

“性”。无论“性”还是“情”，其发用都是通过“心”的

活动和流行才能证显，“心”的哲学地位由此更加重

要。虽然这里的“性”非宋儒所谓“性”，但其与“心”

“情”之间关系似可在一定程度上看作张载和朱熹之

“心统性情”思想在先秦时期的萌芽。⑩

四、作为“性”之来源的“天”“命”辨正

“情”生于“性”，则“性”从哪里来？简文曰：“性

自命出，命自天降”，这与《中庸》首章所论“天命之谓

性”很相似，意思是“性”由“命”生，“命”由“天”成。

要回答“性”从哪里来的问题就必须先理解“天”“命”

是什么。

关于“天”的理解，在先秦时期，主要有三种含

义，即“主宰之天”“义理之天”和“自然之天”。

首先，可以排除“主宰之天”。因为自西周“以

德配天”的观念出现后，作为至高主宰的“天”的观

念已经开始动摇。到春秋时期，“自然之天”的观念

已经兴起，更进一步冲击了“主宰之天”的地位。虽

然这种有意志的人格神的“天”依然存在，但以孔子

为首的儒家学者开始以道德的伦理的德行观念替

代“天”之主宰性。及至孔子后学转向心性论、性情

论，“天”在儒家中完全被转变成“道德之天”，而成

为儒家心性道德的理论来源。于是“主宰之天”除

了被宗教神学继续沿用外，便慢慢淡出了哲学的视

野，继之以形成“自然之天”和“道德之天”双重含义

的结构。

其次，可以排除“义理之天”而代之以“道德之

天”。《性自命出》作为孔孟之间的过渡阶段的文献，

并没有真正形成孟子的“性善”思想是学术界的共

··49



中国哲学 2024.4
CHINESE PHILOSOPHY

识，故而其“天”不能解释为“义理之天”。但其道德

的属性和价值的意义却被学者所认同，如蒙培元说：

“天绝不是在人之外、高高在上、主宰人的命运的绝

对主体，而是通过命授人以性，使人成其为人的。对

人而言，天是亲切的、亲近的，是有价值意义的。”(蒙
培元，第37页)梁涛也认为：“这里的天主要是外在礼

仪、伦常的制定者。”(梁涛，2008年，第144页)需要说

明的是，“道德之天”作为“义理之天”的来源，两者有

本质区别，“道德之天”只认为“天”有道德的属性和

价值的意义，是人伦道德的终极根源，自“天”至于

“人”，其“天人合一”的思路是由外而内的，并不必然

导出“性善论”；而“义理之天”是以心性论为前提，以

“性善论”为根据，由内而外的从本体论角度得证“天

人合一”。所以两者虽都是“天人合一”的思路，但尚

有距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延续和完

成。如西周时期提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之思

想，实即认为“天”有道德的含义，君王只有“以德配

天”才能永保长久。盖先贤皆认为“天”是最有德行

的，因其生长万物不为已有，化育宇宙万物、为生民

立命也不居功，《诗经·大雅·烝民》说：“天生烝民，有

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左传·襄公十四年》

说：“天生民而立之君。”郭店竹简《成之闻之》也说：

“天降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著为父子之

亲，分为夫妇之辩。”此皆其证。

最后，“道德之天”也可以排除。因为从哲学的

层面看，“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主要体现的是一种生

成关系而非体用关系。盖先秦儒家在解释宇宙生成

的方面，仍然是遵循气论思想的思维逻辑的，即以阴

阳(天地)的和合变化为万物化生之根本内在动力，所

以万物相生即是阴阳(天地)的自然运行，“天地之大

德曰生”(《周易·系辞下》)。而“道德之天”作为早期

儒家对“主宰之天”超越的结果，只是象征性的价值

意义上的“天”，只是说“天”有道德的属性，既未达到

孟子之“天”的概念那般必然为人之根本的价值来源

的思维程度，如“义理之天”；也不是宇宙生成论意义

上的“天”，如“自然之天”。所以在孔孟之间的心性

论、性情论思想的发展过程中，“道德之天”作为人性

本原的思想已然不够成熟，或者说难以作为“心”之

哲学地位持续提高的哲学依据，这点从《中庸》即可

看出。孟子正是受此启发，从而将“道德之天”进一

步提炼为“义理之天”，并作为“性善”的本体依据和

价值来源，从而打通“尽心”以“知性”进而“知天”的

思路。

所以，确切地说，“命自天降”的“天”更适合作

“自然之天”解释。这也是《性自命出》主要主张“自

然人性论”的根本原因。

故此，“命”也当相应的只有一个含义，与“自然

之天”相对，“命”可解释为生命，即由气聚而形成的

现实的生命个体，也就是《荀子·王制》所讲的“生”：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

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

也。”宇宙万物皆由“气”聚而成，所以说“水火有气”，

但只有草木、禽兽和人类才有“生”。“生”即生命，因

为只有在有生命之后才可能产生“知”，但不必然有

“知”，所以在解释“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时，陈来强

调：“这里的命，我觉得也具有生命(如后世道教所说

的命)的意思。‘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意思是：性根

于生命躯体，而生命是天所赋予的。这就与全篇以

生论性，以气论性的思想一致了。”(陈来，2009年，第

88页)为突出“命自天降”的含义，可以借鉴朱子的说

法，将“命自天降”理解为生命正是在天之大化流行

的过程中自然生成的。如此一来，“性自命出，命自

天降”可解释为人性根植于生命，生命是在天之大化

流行过程中自然生成和流行，人性亦随着生命的不

断流行而呈现。换言之，生命的自然延续就是“性”

顺遂气化的过程自然发动和呈显的过程，而“性”的

发用流行就是“情气”的发用流行，如此便与简文“以

气释性”“以情论性”的思维路径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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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上所论，“以气释性”“以情论性”可以说是《性

自命出》重大的理论特点，其意义有二。第一，其所

反映的是孔子后学转向心性论的理论趋势和动态过

程，呈现了孔子后学到孟子“性善”的思维逻辑的演

变历程，即从孔子的罕言性命到孔子后学的心性论

和性情论，从而开出孟子“性善”和荀子“性恶”两种

儒家人性论的传统，使得二人的人性论和性情思想

不至于出现的太突兀而丧失思想史的连续性。第

二，这也反映了先秦“性”字意义演变的轨迹和“心”

之哲学地位的提升，充分体现了先秦由心性分言到

心性合一论之思维发展的逻辑历程。当然，心性合

一论在《性自命出》中并没能最终完成。

《性自命出》一方面强调“自然人性论”，一方面

又表现出“性善”倾向，尤其是从理论上区别“性”

“情”，并主张“情生于性”和“性”由“情”显，不但充分

说明了“性”的普遍性和同一性，也指明了“性”之由

来，似暗含了“心统性情”的思路。这些不仅填补了

孔孟之间思想史、哲学史的部分缺失，更是孟子的

“性善”和“浩然之气”思想的直接逻辑前提，对先秦

心性论思想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正如王博

所说：“我透过《性自命出》这个文献，看到了一个很

强烈的讨论人性的角度，这个角度如果用最简单的

话来说就是以气论性……像告子‘生之谓性’这样一

个说法……基本上也可以纳入以气论性的这样一个

传统中来。”(杜维明等，第92-93页)
《性自命出》处于先秦儒家思想转变的转折期和

突破期，其所表现的素朴的“自然人性论”与体现

“性”之内在化的“性善”倾向并不矛盾。这正好反映

了当时思想转变和萌发时复杂多变的动态特征。对

于《性自命出》的成书时间，我们似可以作出这样的

推测：《性自命出》可能是晚于《五行》的作品，是沿着

《五行》的思路进一步探索的作品，《中庸》又继之。

因为帛书《五行》提出了明确的“心贵”论，“‘耳目鼻

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心也者，悦仁义者也。

此数体者皆有悦也，而六者为心役，何也？曰：心贵

也”(庞朴，1980年)。但《五行》无明确人性论，即在提

升“心”之哲学地位的思潮下尚未找到“性”，而《性自

命出》已然在“志”的基础上强调了“心”的重要性，提

出“虽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贵”(李零，第 137页)，并
明确找到了“性”，所以比《五行》更进一步。但《性自

命出》却陷入“自然人性论”与“性善”倾向的漩涡中，

没能最终找到本体的“心”和“性”，而《中庸》不但找

到了“性”，更是开宗明义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

谓道，修道之谓教”，直接指出了“性”之本原、内涵和

去处，更以“诚”作为天人之道和“心”之根本，这比

《性自命出》的“道始于情”又进了一步。换言之，《性

自命出》的“情生于性”只是素朴的总结“情”之根于

“性”和显性的自然和必然，所谓的“性善”也只是一

种倾向，与《中庸》凝练总结出“情”之“发而皆中节”

的“致中和”不同，更不要说“自诚明”和“自明诚”的

本体和工夫指向。故《性自命出》可能作于《五行》和

《中庸》之间(参见廖名春，1998年；姜广辉)，则其找到

的“性”主要体现为“即生言性”的传统和“性善”倾向

就更好理解了。

注释：

①关于《性自命出》的作者有许多争论，如子游、子思、世

硕、公孙尼子、子夏，等等。(参见李天虹，第107-125页；丁四

新，第 189-209页；朱心怡，第 129-140页)更多相关论述可参

见《郭店楚简研究》(参见《中国哲学》编辑部)。
②气化宇宙观应是先秦诸子主流的共识。对于儒家来

说，不必作长篇说明，可以直接运用，所以孟子有“气，体之充”

(《孟子·公孙丑上》)、荀子有“水火有气”(《荀子·王制》)等说法。

③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梁涛等皆称孟子所代表之先

秦儒家强调“四端”和“性善”的传统为“即心言性”，此“心”即

为道德心和情性心。

④荀子虽不是“性善”思路，但同样以“仁义礼智”为道德

根本并统摄“无义”“无知”之禽兽、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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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如罗钦顺在《困知记》中说：“但曰‘天命之性’，固已就

‘气质之性’言矣；曰‘气质之性’，性非天命之谓乎？”(《困知

记》卷七)王夫之也说：“是气质中之性，依然一本然之性。”(《读

四书大全说》卷七)
⑥李零断本句为“人之虽有性心，弗取不出”(李零，第

136页)，陈伟与此同(参见陈伟，第6页)，李天虹和丁四新则

断句为“人之虽有性，心弗取不出”。一语孔孟之间心性论

转向的思想趋势，“心”的主体性被凸显的逻辑，笔者赞成

后者的意见。

⑦学者于此处常认为“心取”与“物取”是同一过程，即

“心”感于物而“动”。(参见赵建伟，第 36 页；李天虹，2002
年，第 140 页)郭齐勇则认为两者形式相同性质有别(参见郭

齐勇，2000 年，第 49 页)。笔者以为“心取”应该不同于“物

取”，所体现的是“心”的反思和知觉能力，即“心”之活动流行

不必然只有外因，只是被动的接受“物”之“动”，“凡动性者，物

也”(李零，第 136页)，因为从“心有志”及其“作”“行”“定”以及

“咏思而动心”(同上，第 137 页)，“凡用心之躁者，思为甚”(同
上，第 138页)，“君子身以为主心”(同上，第 139页)，可以看出

“心”的主动反思和知觉能力。

⑧“心取”与“物取”的不同应表现在前者不需要外在之

“物”去“动”性，即“性”之“见于外”不必然依赖外在的“物”，而

只是从人自身的内心出发。然《性自命出》主张的是“自然人

性论”，其对于“心”的哲学地位还没有提升到足够高度，所以

没有完全突破先秦儒家如《礼记·乐记》云“人心之动，物使然

也”的思想牢笼，更强调“物取”，而对于“心取”的讨论不多，如

其只讨论了“志”，而没有发挥讨论“意”“诚”以及“意”所涉着

的“物”乃至“物”与“事”的关系等。换言之，《性自命出》对于

“心取”的思路更多是在“物取”的视野下进行讨论而没有单独

予以强调。只是承认“心取”有一定的可能和空间，这便是其

在下半部分表露“性善”倾向的原因之一。只有当“心”的哲学

地位被进一步提升，独立且有了本体的意味，“心取”才能顺理

成章地独立于“物取”之外。

⑨李景林认为郭店楚简的《性自命出》篇若命名为“性情

论”更加合适，因为此篇着重讨论的便是心性和性情问题，用

“性情论”更能突出该篇特点，从而提请学者关注先秦儒家的

心性和性情论。(参见李景林，第 91-95页)
⑩张载提出心统性情的思想，朱子深为赞同，称其“颠扑

不破”，并说：“在天为命，禀于人为性，既发为情……唯心乃虚

明洞彻，统前后而为言耳。据性上说‘寂然不动’处是心，亦

得，据情上说‘感而遂通’处是心，亦得。”(《朱子语类》卷五)
关于天的意涵，学者有多种不同见解，远超三种。潘志

峰统计共有一义、二义、三义、四义、五义、六义等说法。(参见

潘志峰，第 226页)笔者通过比较几种说法，发现只要三种及

以上意涵，则主宰、自然、义理三意涵皆在，且这三种意涵

的说法也并非始于张岱年(参见张岱年，第 1页)。朱子在回

答问者关于“天”的含义时已有明确说法，“也有说苍苍者，

也有说主宰者，也有单训理时”(《朱子语类》卷一)。笔者以

为，“苍苍者”即自然之天，从道家为代表；“主宰者”即主宰

之天，从古代宗教(包括墨家)为代表；“理”即义理之天，从

儒家为代表。可以说，“天”之三义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源头

的三家。其后，随着儒、道两家与宗教思想(包括墨家)的不

断融合，致使三义交融产生出更多微妙的意义，如四义、五

义说即是如此。但若论最原初的本原意义，“天”合当只有自

然、主宰、义理三个基本义项。

“天”自孔子开始就已经有“道德之天”的意涵，但此时

与老学的“道德之天”有相似且似乎“同大于异”，到孔子后学

渐渐与老学的“道德之天”区别开来。因为其致学的思路转向

了心性的层面，于性情上用功区别于老学的“无为”“无欲”；而

到孟子后，一般认为“道德之天”始发展成为较成熟的“义理之

天”，这主要是孟子“性善论”开辟了本体论思路的缘故。所以

“道德之天”一开始并无儒道的区分，而是“六经”原始的说法，

故为“义理之天”的来源。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中的两个“命”字应该是相同的

意思，两个短语也应该是一个连续的整体。所以“天”与“命”

的意思应该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才解释得通，而不能割裂的看，

这从《语丛三》的“有天有命有生”可得证明。但实际上，学术

界关于“命”的解释有多种，除了“生命”之外，还有带宗教神学

色彩的“天命”一说，如刘钊就认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应该

解释为“天性来自天命，天命从天而降”。(参见刘钊，第 92
页)李天虹则认为“命”有“天命”和“生命”双重含义：“性由天

之命所派生而来。能够衍生自然人性的命，应该具有生命的

内涵。但是，这样的命又是由天降达的。考虑到一般情形下

天命之命的含义，这里的命可能具有双重含义：就天而言，它

是天的意旨，天的命令；就人而言，它确实是纯粹的生命。”(李
天虹，第 63-64页)

朱熹在解释《中庸》的“天命之谓性”时把“命”看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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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他说：“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

命令也。”(《四书章句集注·中庸》)
廖名春认为《性自命出》距孔子、《中庸》最近，可备一

参。(参见廖名春，1999年，第 59-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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